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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风险领域特异性指某特定领域内的风险决策和偏好可能会受到领域内特有的风险因素影响, 因而会

导致领域特异性的行为。基于期望法则的风险决策理论认为, 风险倾向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但近 20 年行为

决策领域的证据表明, 风险倾向具有领域特异性, 其机制探索、测量工具和影响因素方面均取得了积极进展。

从机制探索历程来看, 以往主流机制着重从风险−回报框架解构领域特异性的风险行为, 近年研究在丰富其机

制检验证据的同时, 开始从进化、人格、动机等新的视角进行解读; 在测量工具层面, 领域特异性风险量表仍

占主导地位, 并在多种文化、内容领域和群体间得到了进一步检验和扩展, 其他基于不同内容领域划分的风险

领域特异性量表也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在影响因素层面, 大量研究从遗传、环境、个体差异等角度探索了导致

风险领域特异性的前因变量。未来研究方向应注重整合各风险内容领域, 在更加细化的风险领域检验现有理

论, 并进一步探索个体层面的领域特异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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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风险行为中的领域特异性(domain-specificity)

指在某特定内容领域的风险决策和偏好可能会受

领域内特有的风险因素影响, 因而会导致领域特

异性的行为(Soane & Chmiel, 2005)。所谓“内容领

域” (content domain)即决策关于何物, 内容领域

可以诱使人们以特殊的方式看问题, 并可能通过

视角效应对人们的决策产生影响(Goldstein & Weber, 

1995)。 

纵观风险决策的发展历程 , 期望价值理论

(expected value theory)是有关理性风险决策的首

个理论, 该理论提出的期望法则仍是目前经典风

险决策理论的基石, 其核心思想是对选项的结果

和可能发生的概率进行加权求和, 根据期望价值

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李纾, 2016; Zhou, Zha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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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ang, in press)。这类基于期望加权求和的风险

决策理论用风险倾向(risk propensity)来描述选择

模式, 它决定了个体效用函数的参数及其价值函

数的凹凸形状(Pratt, 1964)。并且, 风险倾向通常

被看作一种人格特质, 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Weber, 

Blais, & Betz, 2002)。 

然而, 伴随着风险决策理论的发展, 人们对

风险倾向和风险行为不变性的观点也在发生变

化。例如, 预期理论(Kahneman & Tversky, 1979)

基于期望效用理论框架进行了扩展, 但该理论认

为效用公式随损益框架的不同而异——在损失框

架下表现为风险寻求, 在获得框架下表现为风险

规避。因此, 预期理论关于损益框架下风险倾向

不同的解释推翻了风险倾向是种人格特质的观

点。此外, 基于期望效用公式测量风险倾向时, 使

用不同测量方法会得出不同的风险倾向, 导致风

险倾向在不同领域和情境间表现得非常不稳定

(Reynaud & Couture, 2012)。因此, Bromiley 和

Curley (1992)在一篇综述中明确提出, “风险倾向

是种人格特质”这一说法缺少实证证据支持 , 相

反 , 风险倾向是由决策者特征和情境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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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于这些研究, 风险决策领域研究中开始提

出个体的风险倾向和行为并非是跨领域一致的 , 

而是具有领域特异性的。 

2  风险决策领域特异性的心理机制 

近 20 年来, 随着风险领域特异性证据的不断

累积, 研究者们开始探索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风险

倾向因领域不同而异, 迄今主要存在四派观点。 

2.1  基于风险−回报框架的解读 

最早提出风险决策领域特异性的学者, 主要

从金融领域借鉴了“风险−回报 (risk-return)”框架

来解释风险倾向。传统“风险倾向”的概念带有人

格色彩, 隐含着跨情境一致性假设。为了突出区

别于这一概念, Weber 等人基于风险−回报框架提

出了“风险偏好(risk preference)”这一名词 , 即具

有内容领域特异性特征的风险倾向, 并将风险偏

好分解为三个因素(Weber et al., 2002)：感知风险

(perceived risk)、预期收益(expected benefits), 以

及感知风险态度(perceived risk attitude)。感知风险即

对风险大小的认知, 预期收益即期望价值(expected 

value, EV), 而感知风险态度则代表在感知风险和

预期收益间权衡的意愿(Weber et al., 2002)。 

Weber 等人(Weber et al., 2002)认为, 不同领

域之间风险偏好的差异由各领域内感知风险、预

期收益和感知风险态度三者共同决定。由于感知

风险态度在个体内部具有跨情境的相对稳定性

(Weber & Hsee, 1998; Weber & Milliman, 1997), 

可以把“感知风险”和“预期收益”对风险行为的回

归系数看成是个体风险偏好的测量指标(Weber et 

al., 2002)。一般来说, 风险倾向的领域特异性主要

由不同领域内感知风险的差异所致, 但也不排除

预期收益差异的影响(Weber, 2001a)。此外, 感知

风险对风险偏好的影响会受到感知风险态度的调

节。例如, 假如某人在金融领域敢于投资, 这可能

是由于他(她)认为金融领域预期收益大于所感知

的风险, 也可能因为对金融领域内的感知风险态

度是正面的, 为了可能的收益愿意去承担风险。 

2.2  基于进化心理学的解读 

第二派学者基于进化心理学和生物学理论研

究人类的风险行为。他们将风险看作生存和繁衍

的相关问题, 认为风险领域应能反映进化过程中

人类面对的各种各样挑战。进化心理学认为, 人

类的认知结构并非目的单一的机器, 而是在面临

不同自然选择的挑战中具有丰富的适应性, 能够

解决进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心理适应就像

生理适应一样, 在某个领域的适应能力未必适用

于解决其他领域的问题(Cosmides & Tooby, 1994; 

Hagen, 2004)。在现代生活中, 人们也会面临与自

然选择风险类似的线索情境, 由此便会激发相应

认知结构的心理算法, 因而各领域的风险行为表

现会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 他们根据自然选择

压力下所面临的挑战种类, 提出了具有进化意义

的风险领域(Kruger, Wang, & Wilke, 2007), 包括：

种内竞争(between-group competition)、种间竞争

(within-group competition)、交配及吸引配偶的资

源分配 (mating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for mate 

attraction)、环境(environment)、受孕(fertility), 后

增至 10 个领域(Wilke et al., 2014) (详见表 1), 并

编制了进化领域特异性风险量表 (Evolutionary 

Domain-Specific Risk Scale, ERS)。 

2.3  基于人格角度的解读 

第三派学者从人格角度探讨风险倾向, 认为

作为一种人格结构, 风险倾向能够涵盖若干风险

领域, 但一改风险倾向是跨情境一致的观点, 承

认风险倾向是个体和情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Nicholson, Soane, Fenton-O'Creevy, & Willman, 

2005)。基于这一理论假设, 研究者们发现, 虽然

绝大多数人的风险偏好存在领域间的差异, 但并

非所有人都如此(Nicholson et al., 2005; Soane & 

Chmiel, 2005)：有约 14.25%的人, 其风险倾向在

领域间保持稳定不变(Soane & Chmiel, 2005) 。具

有风险倾向跨领域一致性的个体大多偏好风险规

避, 在大五人格框架上具有低神经质、高宜人性、

高责任心的特点, 他们在评估风险和收益时有较

少的变化 ; 而风险倾向在领域间不一致的个体 , 

其人格多具有低神经质、低开放性、高责任心的

特点, 且情境敏感性(context sensitivity)可以解释

责任心和具体领域内风险倾向的关系 (Soane & 

Chmiel, 2005; Nicholson et al., 2005)。  

2.4  基于动机角度的解读 

第四派学者基于调节控制理论(regulatory focus 

theory), 从动机的层面研究风险行为的领域特异

性(Zou & Scholer, 2016; Zou, Scholer, & Higgins, 

2014)。他们认为 , 个体的促进动机 (promotion 

motivation)和预防动机 (prevention motivation)状

态能够解释风险行为之间或稳定或变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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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促进和预防动机既有长期的强度差异, 也

可受情境的操控(e.g., Friedman & Förster, 2001; 

Higgins, Roney, Crowe, & Hymes, 1994)。预防动机

导致个体在各个领域内均一致地风险规避。但促

进动机与风险行为的关系, 则受到收益潜力的影

响, 从而表现出风险行为的领域特异性：促进动

机与风险行为在收益/损失比(gain/loss ratio)大于

1 的领域(即有真正收益潜力的领域, 例如社交和

投资领域)正相关, 但在不能带来确切收益的领域

(例如健康、娱乐、赌博等), 促进型动机则与风险

行为无关。具体来说, 在获得领域内, 促进动机可

导致不同的风险倾向 , 这一差异性受感知收益

(perceived gains)和感知损失(perceived losses)的

影响(Zou & Scholer, 2016; Zou et al., 2014)。感知

收益的含义与风险−回报框架下的预期收益一致, 

而感知损失则与感知风险不尽相同：感知风险不

仅指损失的可能性还暗含了无法控制的意味, 但

感知损失只取其中损失部分的含义。在感知收益

比感知损失大的领域中 , 例如社交和投资领域 , 

感知收益中介了促进动机和风险倾向之间的关系

(Zou & Scholer, 2016), 但当获得明确的对进展的

感知(perceptions of progress)后, 决策策略就会变

得保守(Zou et al., 2014)和风险规避。但在预防动

机驱使下的个体, 不论感知收益与感知损失如何, 

均会呈现风险规避(Zou & Scholer, 2016)。 

总之, 以上四派观点分别从风险认知、进化

心理学、人格和动机等 4 种理论的角度解释了风

险倾向为何会存在领域特异性。基于风险−回报框

架的解释机制是发展最早且影响最广泛的解释机

制。它分解并细化了风险倾向的内涵, 使人们对

风险倾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风险−回报框架和

进化心理学对风险倾向领域特异性的机制解释中, 

均划分了不同的内容领域, 但相较而言, 基于进

化心理学的领域划分却有着更有力的理论基础。

人格和动机角度的观点则从个体差异层面探讨了

风险倾向领域特异性的规律。人格角度的观点区

分出了风险倾向跨领域一致和不一致人群及其人

格特质。而动机层面的研究则结合考虑了个体动

机状态和情境因素的差异。从人格和动机等个体

角度对风险行为的探索, 即便发现了一些跨情境

性的规律, 但依然证明了风险行为实则是领域特

异性的, 任何一种人格特质或动机类型均不能对

风险行为作整体性的预测。 

3  风险领域特异性的主要测量工具 

目前, 研究者主要以量表的形式测量常见领

域内的风险行为 (Kruger et al., 2007; Weber et al., 

2002; Wilke et al., 2014)。常见测量工具及其简介

见表 1。 

3.1  DOSPERT 量表 

风险−回报框架将风险倾向拆分为其背后的

心理成分 , 受到了广泛关注(Weber & Johnson, 

2009)。基于该框架, 研究者提出了金融、健康−

安全、娱乐、道德和社交等 5 个风险领域(详见表 1), 

并编制了广为应用的风险领域特异性量表(Domain- 

Specific Risk-Taking Scale, DOSPERT)。最初版本

的 DOSPERT 量表共 40 题(Weber et al., 2002), 要

求被试回答参与某种风险活动的可能性、危险程

度、以及可能收益(5 点计分)。各领域内的平均分

数越高, 代表认知到的风险和收益越高, 并且参

与该风险行为的可能性越大。而后, DOSPERT 量

表于 2006 年(Blais & Weber, 2006)进行了修订, 题

目缩减为 30 题, 计分方式由 5 点增至为 7 点, 适

用于更广泛的年龄和文化群体。DOSPERT 量表具

有中等信度、高结构效度和区分效度 ,  在德国

(Johnson, Wilke, & Weber, 2004)、意大利(Franco & 

D’Angelo, 2010; Weller, Ceschi, & Randolph, 2015)、

法国(Blais & Weber, 2006; Reynaud & Couture, 

2012)、荷兰(van Osch, 2007)、韩国(Hong et al., 

2010)、日本(Schwartz et al., 2013)、中国(Hu & Xie, 

2012; Wu & Cheung, 2014)、伊朗(Khodarahimi, 

2015)等多种语言文化中得到了广泛验证及修订

(Keinan & Bereby-Meyer, 2012; Lee & Jeong, 2013; 

Momen et al., 2010; Wichary, Pachur, & Li, 2015), 

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风险决策领域特异性量

表。DOSPERT 量表的实证效度也在多个研究中得

到了验证。如, Coppola (2014)比较了风险意愿、

DOSPERT 量表、以及彩票任务(lottery tasks)这三

种风险态度测量方式在社会经济问题中的预测力, 

发现在行为预测方面 DOSPERT 量表最佳。就

DOSPERT 量表的单一维度而言, 在健康领域中, 

DOSPERT 问卷可成功预测 4 种风险行为(吸烟、

酗酒、不系安全带、风险性行为)中的三项(Szrek, 

Chao, Ramlagan, & Peltzer, 2012); 在赌博领域, 赌

博分量表可成功预测过度股票交易行为(Markiewicz 

& Weber, 2013); 在道德领域, DOSPERT 量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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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风险领域特异性测量工具简介 

测量工具 研究者 风险领域 题目数 题目形式 信效度 

Domain-Specific 
Risk-Attitude Scale 

Weber  
et al., 2002 

金融、健康 /安全、

娱乐、道德、社交

共 40 题,  

每个领域各 8 题

5 点量表 α 系数：0.70~0.89;  

意大利居民：0.36~0.77;  

加拿大法语区居民：0.57~0.82; 

中国大陆学生：0.63~0.80;  

德国大学生各分量表：0.51~0.82

Domain Specific  
Risk Taking Scale,  
DOSPERT 

Blais  
et al., 2006 

金融、健康 /安全、

娱乐、道德、社交

共 30 题,  

每个领域各 6 题

7 点量表 α 系数：0.71~0.86; 

法国农民：0.63~0.87;  

伊朗大学生：0.70~0.84;  

中国澳门学生：0.68~0.81 

DOSPERT+M Butler  
et al., 2012 

医疗、赌博、投资、

健康 /安全、娱乐、

道德、社交 

共 36 题,  

每个领域各 6 题

7 点量表 医疗维度 α 系数：0.57~0.59; 

美国代表性样本：0.49~0.80;  

日版版本不适用 

Evolutionary 
Domain-Specific 
Risk Scale 

Kruger  
et al., 2007 

生育、种内竞争、种

间竞争、交配及吸引

配偶的资源分配、环

境风险 

共 15 题,  

每个领域各 3 题

5 点量表 可解释总变异的 55% 

Evolutionary Risk  
Scale (ERS) 

Wilke  
et al., 2014 

种内竞争、种间竞

争、地位权利、环境

探险、食物选择、食

物获取、养育后代、

亲属关系、交配吸

引、配偶维系 

共 30 题,  

每个领域各 3 题

7 点量表 可解释总变异的 60.37%; 

α 系数：0.52~0.68 

Domain-Specific 
Risk-Taking Scale  
Across Seven  
Domains, 
DOSPERT-7 

Wang, Zheng,  
Xuan, Chen, & 
Li, 2016 

自然 /身体、道德、

金融、生育、合作与

竞争、安全、赌博

共 28 题,  

每领域各 4 题 

5 点量表 可解释总变异的 57.4%; 

α 系数：0.61~0.92 

Passive Risk  
Taking Scale, PRT 

Keinan &  
Bereby-Meyer, 
2012 

资源、医疗、道德 共 25 题, 3 个领

域分为 12,7,6 题

7 点量表 总量表 α 系数：0.79;  

各领域 α 系数：0.60~0.82; 

总量表重测信度：0.90;  

各领域重测信度：0.83~0.88; 

意大利版本 α 系数：0.54~0.78

Risk Taking Index  Nicholson  
et al., 2005 

娱乐、健康、事业、

金融、安全、社交

共 12 题,  

每个领域各 2 题

5 点量表 总量表 α 系数：0.80; 

分量表 α 系数：0.80~0.88 

 

德分量表的得分与实际的不诚实行为表现一致

(Zimerman, Shalvi, & Bereby-Meyer, 2014)。 

此外, 在原 DOSPERT 量表的基础上, 有研究

者编制了医疗领域子量表, 通过认知访谈的方式编

制了 6 道题目, 其内部一致性信度 α在 0.57~0.59 之

间(Butler et al., 2012)。后尝试将医疗领域作为独立

领域加入原 DOSPERT 量表当中(DOSPERT+M), 结

果发现医疗领域与健康−安全领域具有低相关 , 

证明了医疗作为独立领域存在的可能性(Rosman, 

Garcia, Lee, Butler, & Schwartz, 2013)。但当尝试

将 DOSPERT+M 推广到日本语言文化中时遇到了

问题, 发现了与美国样本相反的结果——医疗领

域与健康−安全领域和娱乐等领域均相关(Schwartz 

et al., 2013)。因此, DOSPERT+M 的量表结构和内

部一致性信度有待进一步完善(Rosman et al., 2013; 

Schwartz et al., 2013)。 

3.2  进化领域特异性风险量表 

然而 , DOSPERT 量表在领域选择上存有争

议。有学者质疑其领域选择上并无理论基础, 故

从进化和生物心理学角度挖掘了现代生活中所面

临的问题情境, 选择了现代与远古时代相类似的

风险情境作为内容领域, 编制了进化领域特异性

风险量表(Evolutionary Domain-Specific Risk Scale, 

ERS; Kruger et al., 2007; Wilke et al., 2014)。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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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包含 5 个领域(生育、种内竞争、种间竞争、

交配及吸引配偶的资源分配、环境风险), 要求被

试在 5 点量表上回答参与某行为的可能性。该量

表于 2014 年进行了修订(Wilke et al., 2014), 从生

物人类学和进化心理学出发, 提出生殖和繁衍两

大行为类别, 将所涵盖的风险领域丰富至 10 个, 

计分形式由 5 点增至为 7 点。量表各领域具有中

等程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模型对变异的解释率

由 55%提高到 60.37%。 

可以看出, 目前对风险领域的划分存在两种

视角, 一种基于现代生活中常见的风险情境, 如

DOSPERT 量表; 另一种基于进化心理学和生命−

历史分析(life-history analysis), 如 ERS 量表。以

上两类量表最大的区别在于所囊括的内容领域不

同。为弥合二者之间的不一致, Wang 等人(2016)

对现代和进化的风险领域进行了整合, 编制了同

时包括两类领域的七领域风险领域特异性量表

(Domain-Specific Risk-Taking Scale Across Seven 

Domains, DOSPERT-7), 包括自然/身体风险(natural/ 

physical risk)、道德风险(moral risk)、金融风险

(financial risk)、生育风险(reproduction risk)、合作

与竞争(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安全(safety)、

和赌博(gambling)等 7 个领域。该量表为探索遗传

−环境对风险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可能。 

3.3  其他测量工具 

除上述主要测量工具外, 亦有研究者编制了

其他风险领域特异性测量工具。 

如 , Nicholson 等以风险倾向模型 (Sitkin & 

Pablo, 1992)为理论基础 , 编制了风险倾向指数

(Risk Propensity Index; Nicholson et al., 2005)。该

量表将过去的结果经验纳作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 

同时测量过去和现在参与风险行为的频率。该量

表包括 6 个领域(娱乐、健康、事业、金融、安全、

社交), 领域内的平均分越高表示风险倾向越高。

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风险行为通常指人们因采取了某种行为而置

自己于险境, 但很多时候不采取行动也会导致风

险, 例如不做健康检查、不系安全带、不存款等

等。这种由于没有采取行动而招致风险的行为被

称之为“被动风险(passive risk taking)”。Keinan 和

Bereby-Mayer (2012)将被动风险作为一种独立的

风险行为 , 编制了被动风险量表 (Passive Risk 

Taking Scale, PRT), 从被动风险的角度证明了领

域特异性的存在。PRT 量表涵盖了 3 个不同生活

领域：资源(包括时间、金钱、经历)、医疗和道德, 

分别能够解释 19.87%、10.2%、7.6%的变异。PRT

表现出良好的区分效度：该量表与 DOSPERT 量

表有中等程度的相关, 说明两个量表均测量风险, 

但又有本质上的不同。采取行动而导致的风险是

由感觉寻求或冲动性导致, 而不采取行动而导致

的风险与回避性(avoidance)和拖延(procrastination)

有关。PRT 量表在意大利语国家中具有较好的跨

文化适应性, 其中资源和医疗领域结构良好, 但

是道德领域的因子负荷过低(0.439), 不能达到稳

定 的 结 构 (Riva, Gorini, Cutica, Mazzocco, & 

Pravettoni, 2015)。 

4  风险领域特异性的前因变量与理论

拓展 

基于风险领域特异性的主要理论与测量工具, 

近 20 余年, 研究者也广泛地探索了风险领域特异

性的可能影响因素, 如遗传与环境、人格及个体

差异等, 并从风险情境的角度对该领域的理论范

畴进行了拓展, 也为风险性领域特异性的存在提

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4.1  遗传与环境 

风险倾向是遗传决定的还是受环境影响更

多？遗传和环境对于风险倾向的影响是否也存在

领域特异性？ 

首先, 后天环境对风险认知和行为的影响可

能具有领域特异性。例如 , 出生排行效应 (birth 

order effect)的大量研究曾发现, 排行老大的人比

排行老末的人更为风险规避(Gilliam & Chatterjee, 

2011; Sulloway & Zweigenhaft, 2010)。但有证据挑

战了该结论：出生排行可以预测参与极限运动的

被试在健康领域的行为, 但该作用方向与以往研

究相反 (Krause et al., 2014)：排行老大的人风险

知觉更低, 更不倾向于风险规避。 

最近, 一项新研究(Wang et al., 2016)从行为

表达和遗传机制两个方面为风险领域特异性的存

在提供了清晰的证据。该研究发现, 除安全和赌

博领域的风险倾向主要受环境的影响外, 其他领

域内的风险倾向主要受遗传和个体独特经历的影

响。具体来说, 该研究基于同时包含进化风险领

域和现代风险领域的 DOSPERT-7 量表(详见表 1),

采用双生子研究范式, 考察了 DOSPERT-7 量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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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领域风险倾向的遗传度。研究结果显示, 在

自然/身体、道德、金融、生育、合作与竞争这 5

个领域中的风险倾向可能具有遗传性, 遗传和非

共 享 环 境 对 风 险 倾 向 影 响 最 大 , 遗 传 度 占

30%~48%。而在赌博和安全两个领域的风险倾向

更可能主要受共享和非共享环境的影响。此外 , 

在金融、道德、自然/身体三个领域内风险倾向的

个体差异可能具有共同的遗传基础, 受共同基因

的影响。这一结果也与元分析研究的结果一致。

该研究对 1970 年至 2015 年期间 7 个领域内的双

生子研究进行了元分析, 结果显示遗传因素对风

险倾向有中等程度的影响(29%~55%)。该研究首

次从遗传学的视角出发, 探究了风险领域特异性

在起源和发展上的差异, 揭示了哪些领域的风险

倾向可后天干预, 为回答遗传和环境如何影响风

险倾向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解答。 

4.2  人格特质 

人格特质与风险倾向的关系也具有领域特异

性(Soane & Chmiel, 2005), 不同领域内与风险相

关的人格属性不同。例如, 根据 HEXACO 人格框

架, 高开放性(openness)会导致社交和娱乐领域内

具有高风险倾向 , 低诚实 /羞辱(honesty/humility)

会导致在健康 /安全和道德领域更倾向于冒险

(Weller & Tikir, 2011)。将 HEXACO 人格框架放在

损失、获得领域分析, 发现高诚实/羞辱会导致在

损失和获得领域都更倾向冒险, 而情绪性会导致

在损失和获得领域风险倾向更低, 低责任心只在

获 得 领 域 与 风 险 倾 向 相 关 (Weller & Thulin, 

2012)。甚至在赌博领域内部, 人格特质也无法一

致地预测参赌意愿(Liu et al., Online)：攻击−敌意

人格可以普遍预测手气组和赌技组被试的赌博意

愿 , 冲动性−感觉寻求人格只能预测手气组的赌

博意愿 , 而神经质−焦虑对三组赌博类别均不能

够预测。 

另外一些研究认为, 人格因素是感知风险和感

知收益的重要预测因素和中介变量, 且这一中介作

用在不同风险领域内具有差异, 从而表现出风险倾

向的领域特异性 (Soane, Dewberry, & Narendran, 

2010)。例如, Weller 和 Tiker (2011)使用 HEXACO

人格框架发现 , 情绪性维度与高感知风险相关 , 

而高尽职性会导致低感知收益; 并且, 人格在不

同风险领域内影响风险倾向的机制不同：在娱乐

领域, 情绪性维度通过中介感知风险从而影响风

险倾向; 而在道德和健康安全领域, 诚实−谦恭维

度则同时中介了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 (Weller & 

Tiker, 2011)。在中国青少年中, 在健康安全和娱

乐领域, 感觉寻求人格通过同时中介感知风险和

感知收益进而影响风险行为, 而在道德和社交领

域只存在感知收益这一个中介变量(Zhang, Zhang, 

& Shang, 2016)。 

4.3  人口统计学因素 

个体在领域间风险倾向的模式也可能是一系

列个体差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其中包括性

别、年龄、职业、爱好等主要人口统计学因素。 

例如, 大量研究报告了风险倾向中存在稳定

的性别差异(Apicella, Carré, & Dreber, 2015; Kim, 

Kim, & Kim, 2014)。总体而言, 男性感知到的风

险要弱于女性(Wang, Kruger, & Wilke, 2009), 其

风险行为多于女性(Nicholson et al., 2005)。然而这

种趋势并非适用于全部领域：在事业、社会

(Nicholson et al., 2005)、食物选择、亲属关系

(Wilke et al., 2014)领域, 女性更为冒险。一项针对

服刑囚徒的研究发现, 女囚徒比男囚徒在气球模

拟风险任务(Balloon Analog Risk Task, BART)中

表现出了更多的风险行为 , 但在健康安全领域 , 

女 囚 徒 表 现 出 了 和 男 囚 徒 相 当 的 风 险 倾 向

(Wichary et al., 2015)。性别对不同风险倾向的影

响也可能有着生理依据：代表性别差异的产前睾

丸酮水平 2D:4D 数值比率可能通过影响人格特质

而影响了风险倾向, 在投资和赌博领域尤其显著

(Kim et al., 2014)。此外, 性别对风险倾向的调节

作用也具有领域特异性(Rolison, Hanoch, Wood, 

& Liu, 2014)：金融领域中, 男性在老年阶段的风

险倾向急剧下降 , 而女性则不然 ; 社会领域中 , 

随年龄增长, 女性风险倾向的下降程度相较于男

性更为激烈。在赌博领域内部, 对于参赌意愿的

领域划分会因性别而异(孙悦, 周坤, 毕研玲, 黄

贵海, 李纾, 2010)：男性的参赌意愿可分为高对弈

性赌博和低对弈性赌博两类, 而女性的参赌意愿

可分为高中低对弈性赌博 3 类。 

相比而言, 年龄对风险倾向的调节则更为普

遍：随着年龄的增长, 风险倾向呈倒 U 型变化, 青

年到早期成人时期随年龄的增长风险倾向增强

(Josef et al., 2016), 而在老年阶段各个领域中的

风险行为都会减少(Josef et al., 2016; Nicholson et 

al., 2005), 特别是在种内和种间竞争领域上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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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倾向会显著降低(Wang et al., 2009)。但是, 各领

域的风险倾向随年龄而变化的模式不尽相同：金

融领域的风险倾向在老年阶段显著降低(Rolison 

et al., 2014); 社交领域则存在不一致的证据：有研

究显示, 该领域风险倾向在青年至中年阶段略有

提高, 而后在老年阶段则急剧降低, 但另外一项

研究显示其在毕生的风险倾向始终较为稳定(Josef 

et al., 2016); 娱乐领域中的风险倾向从青年到中

年的下降程度要高于后半生; 道德和健康领域中, 

风险倾向的下降则相对平缓(Rolison et al., 2014)。

而驾驶(driving)领域则是个特例 , 风险倾向随年

龄增长反而提高(Josef et al., 2016)。 

与性别和年龄相比, 职业和兴趣爱好对于领

域间风险倾向的影响是一个自主选择和社会化共

同作用的双向过程：一方面, 具有某种风险偏好

的个体会为不同角色所吸引。如, Hanoch 等人选

取了具有明显风险行为的三类人群：跳伞者、吸

烟者和赌徒, 发现跳伞者、吸烟者、赌徒分别只

在娱乐、健康和赌博领域内表现出了比其他人群

更强的风险倾向, 但在其余三个领域中并无强烈

的风险倾向(Hanoch, Johnson, & Wilke, 2006)。大

麻成瘾人群与健康人群相比, 只在社会、健康−安

全及道德领域差异显著, 而在金融和娱乐领域上

没有差异(Gilman, Calderon, Curran, & Evins, 2015)。

另一方面, 不同职业和行业所处的环境重塑了个

体的风险偏好, 各领域间的风险行为在职业群体

内比行业群体内更具有一致性(Nicholson et al., 

2005)。如, 保守党派以注重商业著称, 而自由党

派不强调商业成功, 尽管人们对保守党派的刻板

印象是他们更倾向风险规避, 但保守党派在金融

领域的风险倾向显著高于自由党人, 特别是在高

风险高回报的情况下尤为如此 (Choma, Hanoch, 

Hodson, & Gummerum, 2014)。专业知识这一因素

或能够部分解释个体间和领域间的决策差异。如, 

医疗领域的研究发现, 专业知识越强感知风险越

准确, 越能够做出区分性强的判断; 而专业知识

水平越低的个体会做出更多中庸的判断, 并且风

险承受能力越差(Reyna & Lloyd, 2006)。从进化的

角度而言, 另有一些其他因素会影响风险倾向的

领域特异性。如, 身为父母会降低种内、种间竞

争的风险倾向; 高生育目标与低风险倾向总体相

关, 并且在交配和繁衍领域尤为显著; 越多的兄

弟姐妹会降低在环境挑战、繁衍、种间竞争的风

险倾向; 预期寿命越短, 越会在交配和繁衍领域

冒险(Wang et al., 2009)。 

4.4  理论拓展：风险情境内的领域特异性 

尽管人们对风险领域的划分仍存在广泛争议

(Weber et al., 2002; Kruger et al., 2007), 但在已明

确划分出的风险领域内, 不同的风险情境依然对

风险领域特异性存在影响, 即存在更细致的风险

领域特异性。由于对不确定性及理性风险决策的研

究均可追溯到人们对赌博问题的思考(饶俪琳, 梁

竹苑, 李纾, 2009), 目前已有一系列研究针对赌

博这一典型风险领域, 从因变量、研究样本、博

彩的解释变量等方面, 考察了风险情境内的领域

特异性。这些研究发现不仅赌博参与者对不同博

彩游戏的参赌意愿具有领域特异性, 而且参赌意

愿和行为的前因变量也具有领域特异性。该结果

大大拓展了风险行为领域特异性的理论适用范畴。 

首先, 人们对不同赌博游戏种类的参赌意愿

并不相同, 即使在风险的子领域内也存在领域特

异性。例如, 通过对大学生自我报告的参赌意愿

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从 13 种博彩游戏中提炼出

了代表参赌意愿较低的“低对弈性赌博”和代表参

赌意愿较高的“高对弈性赌博” (孙悦等, 2010)。基

于澳门居民为样本的潜在类别分析发现, 居民对

各种博彩游戏参赌意愿的潜在结构可分为三类：

只为了试试运气而偏好于部分游戏的“手气组” 

(chance gambling)、单纯为了休闲而对博彩游戏没

有偏好的“娱乐组” (entertainment gambling), 以及偏

好较强规则性和策略性游戏的“赌技组”组(technical 

gambling) (Liu et al., Online)。 

其次, 人们参赌的原因和阻止赌博行为的因

素也因游戏种类而异, 说明前因变量对赌博行为

的影响也具有领域特异性。如, 一项研究从控制

点的角度考察“信赌技”和“信手气”对参赌意愿的

影响, 结果发现单一的控制点变量不能预测所有

博彩游戏种类的参赌意愿。具体来说, 运气信念

可预测足球彩票、中式彩票和百家乐当中的赌博

行为; 对于老虎机和沙蟹扑克来说, 赌技信念可

预测赌博行为; 在其他 8 种博彩项目中, 二者皆

不可预测(Zhou et al., 2012)。另一项研究测量了大

学生样本的参赌意愿、预期后悔和风险知觉, 结

果发现阻止赌博行为的因素因博彩游戏的种类而

异。不参赌番摊、骰宝、赛马由后悔规避所致; 不

参赌俄罗斯轮盘赌、中式彩票、沙蟹扑克是风险



第 5 期 岳灵紫等: 风险决策中的领域特异性 935 

 

 

规避的缘故; 不参赌百家乐、赛狗、足球彩票、

廿一点、麻将、老虎机是后悔规避和风险规避共

同作用的结果; 而后悔规避和风险规避均不能解

释不参赌牌九(Li et al., 2010)。而基于澳门居民参

赌行为的研究结果与自我报告的结果相印证：不

参赌轮盘和沙蟹扑克由后悔规避决定; 不参赌百

家乐和赛狗由二者共同决定; 而在其余 7 种博彩

项目中, 风险规避和后悔规避都不能解释不参赌

的行为(黄贵海等, 2013)。 

5  研究不足与展望 

综上所述, 大量实证依据中指出, 风险的领

域特异性问题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然而, 

由于对该问题的研究时间较短, 还存在以下亟待

解决和完善的方面： 

第一, 对于风险决策领域特异性的研究在理

论框架、风险领域、研究工具等方面缺乏整合。

基于风险−回报框架、进化理论和调节控制理论所

划分的决策领域的数目和内容虽有重合, 但不尽

相同。这导致了现有研究无法在同一基础上开展, 

基于不同理论的研究结果之间也难以进行比较。

考虑到不同人群对各风险领域的经验程度可能是

是否出现领域特异性的影响因素, 如较少涉及极

限运动的人群对娱乐这一点风险领域缺乏认知 , 

可能不会表现出对该领域的特殊偏好。未来研究

者或可采用代表性更强的大样本, 避免特异性情

境因素对领域划分的干扰, 从而整合现有理论的

分歧。 

第二, 现有研究缺乏对风险子领域的检验。

现有研究已覆盖了诸多风险领域, 但这些领域的

划分不够全面也不够细致。部分已有研究也显示

出, 在某些风险领域内, 其子领域中风险倾向也

不尽一致。例如, 把金融领域细化为赌博领域和

投资领域后, 研究者发现二者的风险倾向并不一

致(Blais & Weber, 2006), 其背后也有着不同的人

格(Soane et al., 2010)、动机(Zou & Scholer, 2016)

机制基础和影响因素。在赌博领域内部, 人们的

参赌偏好和参赌偏好的前因变量也因博彩游戏种

类而异。可见, 对于风险子领域的检验是完善领

域特异性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步。 

第三, 有关风险领域特异性前因变量的研究

结果难以融合。近年研究尝试从遗传、环境、人

格等角度发掘风险领域特异性的心理机制和深层

规律, 发现了风险行为领域特异性的前因变量的

确存在规律, 但该方面的探索尚为初级, 其结果

繁杂, 难以融合统一。这些前因变量涉及的身心

因素, 跨越了基础的基因和社会的职业层面的巨

大鸿沟, 但往往仅聚焦于单一层面的作用, 忽视

了其他层面的可能影响, 也未能明确这些前因变

量的层级关系。考虑到风险行为具有稳定的遗传

基础以及风险认知对领域特异性的广泛影响, 未

来研究或可考虑聚焦于遗传和认知层面, 为探讨

领域特异性的前因变量提供更加客观的实证证据, 

以进一步探索和完善领域特异性的机制。 

风险决策中的领域特异性问题具有深刻的理

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一方面, 对于不同领域决策

特点的考量可促进传统决策理论演化与发展, 同

时可促进探索风险倾向的机制及影响因素。另一

方面, 对于具体领域决策特点的研究有助于更好

的指导人力资源的选拔、培训、工作分配, 以及

组织文化的塑造和员工激励方式等具体实践。总

的来说, 对于风险行为决策领域特异性的探讨正

在快速发展、逐渐成熟。未来该领域研究可能需

要针对以上这些问题予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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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rm “risk-domain specificity” refers to the domain-specific nature of risky decision making 

due to the presence of factors that are particular to a certain content domain. Based on classical risky 

decision making theories stemming from laws of expectation, risk-taking propensity is domain-general. On 

the other hand, substantial evidences from past studies indicate that risk-taking propensity is 

domain-specific. The literature on risk-domain specificity has witnessed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terms of 

mechanisms, measurements, and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eoretically, early mainstream mechanisms 

deconstructed risk behavior based on a risk-return framework, whereas recent studies have validated the 

mechanisms with new sets of evidence and explained risk-domain specifi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volution, personality and motivation. In terms of measurements, Domain-specific Risk Taking Scale 

(DOSPERT), as a dominant scale, has been further validated in various cultures, content domains, and 

groups. In comparison, other scales based on different content domains have been proven to be consistent 

and valid. In term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e regularity of risk-domain specificity has been proposed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such as genetics,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Future research may 

focus on content domain integration and theory validation in detailed content domains as well as exploring 

regularity and mechanisms of risk-domain specificity at an individu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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